唐树备：“汪辜会谈”开创两岸协商新时代（2013.05.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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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台湾网5月16日北京消息 从“汪辜会谈”至今，两岸两会商谈已经走过20年风雨历程。唐树备曾经担任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，经历过“汪辜会谈”全过程。如今，两会商谈不仅实现而且超越了当年的设想，唐先生不胜感慨。在纪念“辜汪会谈”20周年之际，唐树备先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 

　　四度握手 “菜单”签名 
　　　 
　　记者：您当年是海协会的常务副会长，经历了“汪辜会谈”的过程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当时会谈的气氛是怎么样的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“汪辜会谈”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，当时两岸的关系还是处于刚刚打开局面的状态。开始见面的时候，应该说气氛很热烈，汪先生、辜先生在几百个中外记者的注视下，四度握手，大家鼓掌。 

　　记者：是四度握手吧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对，为什么是四度握手呢？因为会场的周围用栏杆护起来，记者在栏杆的外面，他们希望每个角度的记者都能照到，所以老人家按照记者的要求，一会头朝这边，一会头朝那边，就是四度握手。 

　　记者：握了四次，拍摄了四个角度。握手的那些瞬间都是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瞬间。 

　　唐树备：所以非常高兴！另外第一场坐下来商谈以后，当天晚上是海协会请吃饭，那天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喝得很多，然后在菜单上每一个出席的人都签字，汪老也签了，辜振甫也签字了，我和邱进益也都签字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份，这就说明大家的感情很热烈。 

　　记者：菜单也成了你们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念。 

　　唐树备：是的，而且当时新加坡的华人把菜的名字也改了，改成“和谐”、“团圆”这样的名字，也反映了新加坡的华人很希望两岸能够坐下来。 

　　记者：至今回忆起来，这么多细节您都还记得很清楚。 

　　唐树备：当时很兴奋。可以想象，1949年到1992年三十多年期间，两岸是处于高度的政治对立，有的时候还处于高度的军事紧张的状态，军事对峙，还打过仗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能够见面，在世界各国记者的面前握手，这在当时是非常兴奋的，所有的中国人、包括海外的华侨、甚至于东南亚国家、包括日本、美国他们也都很关心两岸终于开始走到一起了。 

重在见面 巧设议题
　　记者：当时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这不是我们建议的，是李登辉主张的，李登辉选在新加坡应该说有两个考虑：第一个就是他们一开始不愿意到大陆来，因为第一次交手嘛！第二个李登辉搞“汪辜会谈”的目的是希望在国际上凸显台湾和大陆不是一码事，是两个对等政治实体，他希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，所以他要在新加坡这么一个国际城市来举行。出于斗争策略考虑，最重要的是见面，第一次见面在外国可以先退让一步，我们主张以后就不能在外国了，所以在“汪辜会谈”的共同协议里面就规定在外国举行是特殊的例外，第三地像香港、澳门是可以的。 

　　记者：当时会谈的议题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当时我们主动提出来，我们要谈经济，当时台湾方面也表示同意谈经济，但限于对台商的保护。我把邱进益先生请到北京来了，当时商定“汪辜会谈”的性质是民间性的、经济性的、事务性的、功能性的。事务性、功能性这个提法是台湾提的，经济性是我们提的，民间性是大家都同意的，最后达成协议，就是“汪辜会谈”的性质是民间性、经济性、事务性、功能性，照顾了两方面的要求，都把它囊括进去，但突出经济性。 

　　记者：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突出经济性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当时因为大陆改革开放嘛！我们需要经济上对外开放，我们希望引进境外的资金、包括台湾的资金来促进大陆的经济发展。另外引进一些境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，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。另外从大的方向来看，从两岸关系来看，首先要从经济上入手，因为在经济上有往来了，人员就往来了，人员要是往来了，大家的感情就融合了，所以经济是一个抓手，通过经济带动人员往来，促进两岸老百姓互相的理解，增进共识。 

　　记者：当时从经济入手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是吧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应当说台湾也有这个要求，因为当时美国人要求台币升值，所以台湾的出口碰到困难，因为它的工资成本比较高，大陆工资成本比较低，所以台湾的企业包括会谈以前已经偷偷到大陆来了，所以台湾民间的企业也赞成搞经济的主张。 

　　记者：经济上有互补性。 

　　唐树备：对，大家都有这个需要。当时两岸的交流刚开始，第一个就是因为老兵到大陆来探亲，有些老兵就开始拿着一些资金到大陆来投资，第二个在这种情况下两岸的交流是属于单向的，因为台湾只开放了老兵到大陆来探亲，别的都没有开放，大陆的人也去不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当时两岸“汪辜会谈”的主要任务，一个就是要推动两岸的经济合作交流，第二是要促进双向的交流，这是当时“汪辜会谈”要解决的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就是1990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对台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，当时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扩大两岸的经济交流，要实现双向的交流，“汪辜会谈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。 

“唇枪舌剑” 寻求共识
　　唐树备：当然商谈的时候大家唇枪舌剑，各有各的坚持，最后就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。 

　　记者：当时碰到最主要的难题是什么？你们又是怎么样求同化异，最后促成这次会谈取得成果的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当时台湾方面提出来要我们保护台商在大陆的投资，我们同意保护，但是保护应当是双向的，就是我保护你，你也得保护我到台湾的投资，不能够单向的。第二个就是我保护你投资，你要允许台商到大陆直接投资，不能间接投资，因为当时台湾的政策就是不能够直接投资，只能够通过香港、澳门等第三地，甚至是外国，像日本、美国到大陆来投资。另外你也应该取消对台商到大陆投资的很多限制，比如说项目上、资金上都有很多的限制。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论；第二个争论是台湾一些老百姓到大陆来了，我也得去台湾。就是这么两个问题。 

　　第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，台湾就不同意，他要单方面地保护台商的间接投资，我们就说不行。我们愿意听取你的意见，但是我们已经有保护台湾投资权益的22条措施，我们愿意各方面保护台商，但是要签协议一定要双向的，最后就没有达成正式的协议、全面的协议，只达成了加强经济交流这么一个原则性的共识。 

　　第二个问题，我说为“汪辜会谈”我们邀请邱进益先生到北京来了，那我也得去台湾。我提出来两岸常务副会长每半年交流一次，两岸轮流举行，台湾当时也不太同意。最后我们坚持，协议当中写的就是原则上是在两岸轮流举行，但是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在第三地，这是台湾方面坚持的，我们也同意了。在“汪辜会谈”里面谈到两岸文教的、科技的、青少年的、新闻媒体的交流，都是双向的，这样就打破了台湾单方面搞单向交流的限制。 

　　所以“汪辜会谈”针对这两个问题争论的比较久，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没有达成台商投资保护的协议，而是达成了两岸要加强经济交流这样一个原则性的协议；第二个问题在原则上具体化了，就是我要去台湾，另外媒体、青少年也得去，这就开始了双向交流的时代。所以“汪辜会谈”经过争论主要达成两个共识：第一个是加强两岸经济交流，第二个是要双向交流。 

　争议背后 另有他图
　　记者：您觉得争议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当时台湾的李登辉同意搞“汪辜会谈”，他的主要目的和我们不一样，他的目的是要体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，台湾和大陆是两码事，所以他要到新加坡去。他在国际上也宣扬这个东西。我们是想搞经济，而搞经济也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。辜振甫先生是台湾的经济老大、是工商界的老大，他当然也愿意谈经济，所以当时谈经济我们和辜先生是有共识的。但是李登辉有他的政治目的，他也同意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谈。

　　大陆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应当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时候，不像现在那么多外汇存底，老百姓也富裕得多了。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较低，李登辉的思想就是台湾的钱有很多，所以台湾就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对我们，李登辉说你要我谈可以，你得单方面保护我的权益，我也不同意直接投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同意直接投资的话，他就控制不住了。在这种情况下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，而辜振甫先生也愿意在经济上做点事情，在这么一种状态下达成经济共识是很困难的，最后达成了一个比较原则性的共识，把“加强经济交流，互补互利”这十个字写入了协议。然后有一些具体项目，比如说能源合作、高科技合作、建立授权的民间经济交流会议的制度，就是经济交流要制度化，这样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写进去，台湾不同意写，最后说以后再讨论吧。这个协议签成以后，青少年交流了、新闻界也交流了，但是经济问题从来没有再谈过，因为李登辉不同意谈了。 

　　当时大陆改革开放进入热潮，我们加强对台商投资的保护，吸引了台商。所以尽管两会没有再就经济问题讨论，就是2008年以前没有再谈，但是实际上推动了台商到大陆投资，有它的历史意义。 

　　一波三折 不足为怪
　　记者：“汪辜会谈”结束以后，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因为“汪辜会谈”的背后实际上是各有各的“后台老板”，都是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支持。我们就想到历史上国共会谈有成功的、也有失败的。“汪辜会谈”的协议能不能得到执行？当时我们给中央也写了报告，认为有可能执行，有可能不执行，就是看李登辉的政治倾向。只要李登辉往民进党的方面靠，这个协议就执行不了，只要李登辉还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，那么这个协议能执行得了，当时我们就是这么判断的，也是这么给中央报告的。事实上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，“汪辜会谈”结束之后，他就要加入联合国，中国大陆反对，当时两岸关系处于高度政治对抗的状态。以后尽管谈了很多次，我和邱进益、后来和焦仁和，包括后来和许惠佑，台湾一共是四任副董事长，我都和他们谈过，但是最后都没有达成什么协议，一直到李登辉抛出“两国论”，两会谈判停止。 

　　记者：您是怎么看待当时的两岸关系的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应当说从大陆的角度来讲，我的理解，我们始终认为台湾问题是需要时间来解决的，是一个长期的、复杂的过程，因为客观上美国不希望中国统一，台湾内部有一股“台独”的力量，他们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，所以这种情况下两岸之间是需要时间来慢慢化解的，所以对于这样一些情况我们感到也不是很突然的，应当说心中有准备，就是他不执行协议的。所以大陆始终把我们的工作基点放在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搞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台商到大陆投资，“汪辜协议”当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关键问题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，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，我们的土地比较便宜，用这些优势把台商吸引过来了，所以关键是靠我们把自己的工作搞好。 

　汪辜再会 政治对话
　　记者：当时的第二次会晤是1998年？ 

　　唐树备：是1998年的10月份。第二次在上海叫“汪辜会晤”，因为会谈的话应当是有议程的，要争取达成协议的，会晤的话就是大家见见面、聊聊天。 

　　记者：主要话题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李登辉访美以后两岸关系紧张，两会商谈议程也定不下来，但是两会还是要交流、要接触，这是两岸老百姓共同的愿望，因为两会交流也表明两岸关系是稳定的，所以大陆还是希望两会能够开始交流，台湾老百姓也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正常化。 

　　我们也感觉到“汪辜会谈”以后很多商谈没有达成协议，是什么原因？是台湾把政治问题放到议题里去了，比如说两岸的渔事纠纷，他一定要我们谈领海，就是台湾海峡海域的划分，这个我们不赞成，因为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，台湾海峡这个海域谁来管？怎么管？这是一个政治问题，不是我们事务性能谈的，他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，所以很多事情就谈不成，他就是要我们在协议里面承认两岸是分立分治的，我们当然也不能同意。 

　　看来光谈事务性、经济性是不行的，那好，我们谈政治问题。所以“汪辜会晤”的目的就是要谈政治，我们就是说两岸要进行政治经济对话，台湾不愿意用我们的词，他说可以用建设性的对话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在上海举行了“汪辜会晤”。 

　　记者：您觉得那次和第一次比较有什么不同？ 

　　唐树备：汪会长提出来我们要一个中国，是什么内容？政治内涵是什么？汪会长提出来86个字，然后汪会长提出我们当前要结束敌对状态，要进行“三通”。台湾方面提出来，你要和我谈政治，你管我叫什么？ 

　　汪会长和辜先生谈了以后，我和我的夫人陪着辜振甫夫妇到了北京，钱其琛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见了辜振甫，就和他谈国际空间问题，就是说我不是打压你，是整个大形势所需，是中国大陆发展了，人家和我们建交。此外江泽民以总书记的身份在钓鱼台见了辜振甫先生和夫人。江先生也和他讲，我们也赞成民主的，但是民主应当多元化的，民主应该和每个国家、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，我们不照搬西方的民主，我们有自己协商的民主。另外提到我们还主张“一国两制”，给他讲“一国两制”对台湾的好处，就两岸的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。 

　　记者：到北京受到了高层领导的接见，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。 

　　唐树备：对。当时双方能够见面、能够坐下来谈，而且达成共识是很高兴的，但是应当说双方在政治上的分歧还是很大的，我们主张还是一个中国，我们主张要结束对立状态，要“三通”，台湾要我们承认“中华民国”，应该说政治上的对立很尖锐。但是大家还是坦诚的交换意见，把自己要讲的话都讲出来了，这样是很好的，因为只有把话讲出来，才能够逐步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

　　然后约定了1999年10月份汪会长访问台湾。李登辉有点紧张，非常害怕了，1999年的7月份，他就抛出“两国论”来，整个否定了“九二共识”，这样汪会长就很难去了。因为李登辉也下台了，担心以后的台湾领导人会和大陆走向一个中国、走向统一，所以他抛出“两国论”相制约，也影响下一代的台湾领导人，是这么一个目的。所以陈水扁上台以后，他也不承认“九二共识”，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先生上台以后，他确认“九二共识”，两岸关系才开始有新的篇章。

　两会复谈 超越梦想
　　记者：2008年以后两会又恢复了商谈，我想您可能会有跟平常人不一样的感慨。 

　　唐树备：对，应该说2008年以后两岸谈了很多经济问题，已经把原来“汪辜会谈”大陆方面设想的基本上付诸实践了，比如说“三通”已经实现了，投资保障双方都谈了，而且我们也签了ECFA，投资保障也是按照大陆原来的意思，就是双向直接的，旅游现在也是双向的、也是直接的。而且有些已经超过了，比如说金融合作当时就没有想到，因为金融合作这是高层次的经济上合作的范畴，当时还没有谈到，金融合作现在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了，而且服务业的合作当时也没有想到，现在也想到了，这是很值得高兴的。 

　　记者：您觉得“陈江会谈”继承了“汪辜会谈”的哪些重要的精神？吸取了“汪辜会谈”哪些重要的经验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我们还是坚持一个中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个“汪辜会谈”两岸之间平等协商的姿态，“陈江会谈”应该说体现了平等协商，不强加于人，大家都商量，要有统一的议题，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求同存异，找到共同点，把一些分歧暂时解决不了的搁在那里，一步步往前走。 

　　另外就是“汪辜会谈”的时候，我们在协议的签署、文字的使用、包括落款纪年的方式，体现一个中国的问题，不出现“两个中国”、“一中一台”的字样，这些都延续下来了。“汪辜会谈”开创了两岸协商的一种新的时代，也开创了两岸协商的一个模式，现在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的。 

　　把握主导 有志事成
　　记者：您当时也写过一篇文章叫《有志者事竟成》，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？ 

　　唐树备：我就感觉到两岸关系由于几十年的隔绝，再加上双方意识形态上有差异，几十年走的路也不一样，再加上西方一些势力的影响，所以两岸要真正地走上和平统一的路还需要时间，但是是大势所趋，只要大陆把自己的事情搞好，加强对台湾民众的工作，很多事情早晚都能办成的。两岸关系主导的方向在大陆手里面，大陆希望往哪个方向走，尽管台湾方面一下子接受不了，但是最后种种事实证明能够走到这个方向上来。关键问题是大陆掌握了主导权，因为大陆在发展，大陆能把自己的工作搞好。 

　　记者：您觉得有志者事竟成就是这个含义是吧？ 

　　唐树备：要有这个志向，要有这个愿望，现在我们提出两岸要进行民间的政治性的接触对话、商谈，我想台湾相当一部分人也赞成，但是目前台湾当局还不赞成，我们只要努力就可以办成这些事情。 

　　记者：两会商谈是任重道远的，您作为两会商谈开创时期的亲历者，今天看到有这样的成果，那么您展望未来有哪些期待、有哪些建议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现在按照中共中央“十八大”报告里的要求，就是我们两岸政治基础、经济基础、文化基础、社会基础都得巩固和加强。 

　　记者：是一个全面的交流。 

　　唐树备：对，过去我们没有提政治，“十八大”报告就是把政治基础放在第一项。当然政治问题的商谈还需要时间，台湾目前还不能接受，但是他们也感到在经济商谈里面实际上也含有政治在里面，首先“一个中国”就是政治。我想在当前主要是把经济进一步加强和巩固，就是要把ECFA的后续商谈完成。还应当先从民间性的政治上的交换意见谈起，最后开展两岸的政治对话，最后进行政治商谈，逐步走这条路。 

　　记者：您现在还经常参加一些两岸的交流活动吗？ 

　　唐树备：我个人作为学者也参加一些。 

　　记者：那就是说还会见到当年的老朋友吗？ 

　　唐树备：会的。 

　　记者：你们在交谈起来，回顾历程，看到现在的成果，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有共识呢？ 

　　唐树备：对，包括我和邱进益先生最近见了几次面，在北京也见面，在台湾也见面，大家都回忆当时我们会谈时的情况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当然我们还都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往前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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